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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中金融服务风险影响因素
———来自长三角地区新三板农贷公司

不良贷款率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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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强“三农”金融服务风险控制,
 

既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对“三农”金融服务不发生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要求,
 

同时也是商业银行、
 

农贷公司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并充分发挥自身“三农”金融服务作用、
 

助推乡村振

兴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举措.
 

通过对长三角地区新三板挂牌农贷公司2014年到2018年的不良贷款率以及相关财

务数据研究发现,
 

资产周转率、
 

销售净利率、
 

资产负债率提高时,
 

不良贷款率显著降低,
 

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

的变化对农贷公司不良贷款率影响并不显著,
 

这意味着农贷公司的金融服务风险主要来源于内部因素影响,
 

乡村

振兴战略期间,
 

“三农”金融风险防控的重点应集中于金融机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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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
 

为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2018-2022)》中明确要求加大金融支农力度,
 

不仅提出了创新金融支农产品和服务的要求,
 

而

且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完善金融支农激励政策,
 

明确提出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要求.
 

然

而,
 

长期以来,
 

由于针对“三农”的金融服务支持力度不足,
 

不管是对于传统的商业银行还是对于新兴的金

融服务主体,
 

对于“三农”金融服务风险的控制都缺乏较为系统的风险控制体系.
 

特别是传统商业银行,
 

不

管是其对农村、
 

农民还是对农业的金融服务都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
 

针对“三农”的金融排斥现象较为普

遍[1].
 

虽然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
 

商业银行也在积极探索“三农”金融服务模式,
 

但是由于在“三农”金
融服务风险控制方面所存在的局限,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农”金融服务的开展[2].
 

在当前背景下,
 

对

“三农”金融服务风险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不论是对于提供“三农”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管控风

险而言,
 

还是对于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以及在加大金融扶贫力度的同时

有效防范“三农”金融服务的风险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鉴于此,

 

本文选取长三角地区新三板农贷公司的不良贷款率作为衡量“三农”金融服务风险、
 

分析农贷

公司不良贷款率影响因素的指标.
 

研究发现:
 

农贷公司资产周转率、
 

销售净利率、
 

资产负债率提高时,
 

不良

贷款率显著降低,
 

短期内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农贷公司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意味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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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金融服务金融风险主要来自于金融机构本身,
 

“三农”金融风险防控的重点不应太多考虑外部因素,
 

而

应重点集中于金融机构本身.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探索和贡献.
 

首先采用了演绎推理法、
 

实证分析法,
 

特

别是所有数据都来自近5年来长三角地区新三板上市公司正式披露的信息,
 

比较准确.
 

选取农贷公司作为

研究数据来源,
 

有比现阶段其它任何金融机构都高得多的支农贷款覆盖面和“三农”贷款占比量,
 

更加接近

事实.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城乡统筹发展最有经验、
 

乡村振兴战略目前推进实施得较好的地区,
 

选取这个地

区的农贷公司展开研究,
 

对全国“三农”金融服务风险管控、
 

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更有借鉴意义.
 

实证

分析中,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也是最能够反映和测度金融机构风险的几个核心指标,
 

这样分析研究

结论偏离度就极小;
 

其次所研究问题,
 

即“三农”金融服务风险影响因素是近年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全国经

济社会现实存在的真问题,
 

而非假设问题、
 

虚构问题;
 

三是针对问题分析出的原因鲜明指向“三农”金融服

务主体,
 

即金融机构本身,
 

如:
 

农贷公司、
 

农村商业银行等,
 

抓住了事物的本源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能较好

推动涉农金融机构深化改革,
 

改进金融服务;
 

四是提出的对策建议对于改进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和监管方

式方法,
 

建立完善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机制,
 

改革创新金融机构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
 

改善提升“三农”金
融服务质量和效率,

 

调整对系统性风险的防控策略,
 

采取有针对性、
 

实效性的防范措施等都具有相当大的

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1 文献回顾

金融的发展,
 

特别是金融多样性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地扩大金融服务的收益边际[3],
 

对于缓解因长

期以来受到金融排斥而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农村地区以及涉农创业者的融资约束情况具有积极的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提出的发展乡村普惠金融、
 

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方式的创新策略,
 

对于解决

乡村融资需求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此,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金融服务在乡村振兴战

略中也大有可为[4].
 

正是因为如此,
 

为了配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不论是针对金融服务的研究还是具

体的金融服务实践也不断增多.
 

在围绕乡村振兴推动金融服务的研究方面,
 

周逢民[5]认为服务乡村振兴

是金融部门的时代责任,
 

并认为要发挥金融服务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首先就要找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战略的切入点,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有利于“三农”的普惠金融体制;
 

朱杰斌[6]则以三峡农商银行的实践为

案例,
 

对乡村振兴所面临的农村金融机构“脱”农、
 

“畏”农现象、
 

银行“惧”贷、
 

农村经济体“获”贷信息途

径少等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
 

农商银行在开展“三农”金融服务时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产品不适应的问

题,
 

并提出应从建立政银合作长效机制、
 

多方联动服务机制、
 

差异化监管机制、
 

科技创新工作机制、
 

健

全考评激励机制等方面完善农商银行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机制.
 

在推动乡村振兴的金融服务实践方面,
 

我

国部分地区的金融机构已经开始积极开展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三农”金融服务.
 

其中,
 

作为我国首个获

批开展农村金融服务的成都市,
 

在2015年就推出了“农贷通”服务,
 

成都“农贷通”服务的推出,
 

不仅有

效地整合了农村金融改革任务,
 

更成为了成都农村金融改革的基础性工程,
 

使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得到有

效提升,
 

多层次的融资对接机制不断得到完善[7].
随着“三农”金融服务实践的增加,

 

对“三农”金融服务风险的关注也越来越多.
 

长期以来,
 

商业银行

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对“三农”金融服务关注不足与“三农”金融服务风险难以得到控制有一定的关系.
 

在

乡村振兴战略推出以前,
 

胡国斌[8]对“三农”金融服务中的林权抵押贷款所面临的风险进行研究时就发

现,
 

由于在不同地区对家庭承包的集体林权在可否抵押方面有着不同的政策,
 

而且在开展林权抵押贷款

时还面临着林权登记情况复杂、
 

山区农民资金需求周期长、
 

林权资产保障机制欠缺、
 

抵押权实现较为困

难等问题,
 

导致涉及林权的抵押贷款面临着较高的风险.
 

虽然胡国斌仅研究了林权的抵押贷款问题,
 

但

是当前在涉及“三农”的其他金融服务方面依然面临着类似的难以有效克服的风险.
 

何佳[9]从供应链金

融环境的角度对“三农”融资模式涉及到的信用风险进行研究后就发现,
 

“三农”融资贷款存在融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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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系数低、
 

融资贷款结构不稳固、
 

融资未充分考虑农户需求以及融资贷款欠缺信用预警机制等情况,
 

导致“三农”融资贷款面临着较高的信用风险.
 

而且,
 

即使近年来“三农”互联网金融开始形成,
 

但是依然

面临着来自制度、
 

法律、
 

市场、
 

经营、
 

信用等方面的一系列风险[10].
 

总体来看,
 

虽然我国推出了一系列

针对“三农”金融服务的改革措施,
 

但是这些改革措施将重点都放到了农村金融的行政管制和金融抑制

方面,
 

依然缺乏金融生态的考虑[11].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

 

“三农”金融服务机构要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就需

要加强对“三农”金融服务风险的控制,
 

而这也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针对“三农”金融服务提出的“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要求.
 

加强“三农”金融服务风险控制,
 

不仅是使“三农”金融服务适应农村经

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也是保障“三农”金融服务主体在保障资金安全前提下提供金融服务的需要,
 

更是保障

“三农”金融服务主体盈利目标实现的需要[12].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并不断提升“三农”金融服务的质量,
 

就

需要深入分析“三农”金融服务风险的产生原因,
 

并从这些原因入手采取措施,
 

加强风险管控,
 

降低“三农”

金融风险.
 

然而,
 

“三农”金融风险不仅大,
 

而且来源还较为广泛,
 

影响因素也较为复杂,
 

在这些影响因素

中,
 

不仅有来自农业生产受到自然影响较多的因素,
 

也有农产品市场风险较高的因素,
 

更有农户以及涉农

企业的信用风险较高的因素[13].
 

除了这些金融服务机构之外的影响因素,
 

“三农”金融服务风险还受到金融

服务机构自身的操作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的影响[14].
提高“三农”金融服务风险控制水平,

 

长期来看需要通过我国相关金融体制的不断改革和相关金融机制

的不断创新,
 

从短期来看则需要金融机构加强对“三农”金融服务风险的管控.
 

不论是对于我国“三农”金融

服务政策的制定部门还是对于提供“三农”金融服务的机构而言,
 

要加强“三农”金融服务风险的控制,
 

最重

要的是要找到合理的能预警金融服务风险的指标.
 

在早期的研究中,
 

仇焕广等[15]基于对指标的公认性、
 

数

据的可得性以及符合农村金融服务实际情况的原则,
 

认为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主要有流动

性风险和信用风险,
 

因此选择衡量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的指标作为衡量农村金融服务风险的指标.
 

而周

泽炯[16]则从流动性风险、
 

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4个维度建立起了衡量农村合作金融风险的预警

指标体系.
 

在近年来的研究中,
 

张子豪等[17]建立起了以信用道德风险、
 

经营风险、
 

信用信息风险、
 

网络安

全风险、
 

法律风险为一级指标和16个二级指标的金融服务风险衡量体系.
通过对这些“三农”金融服务风险评价或预警的指标体系来看,

 

虽然这些指标体系涵盖的内容都较为宽

广,
 

而且也尽可能地涉及到了“三农”金融服务可能面临的风险情况,
 

但是,
 

对每个指标进行赋权时大部分

指标依然会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影响.
 

“三农”金融服务相关的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
 

即商业银行或其他“三
农”金融服务提供者所提供“三农”金融服务后,

 

特别是提供信贷服务后难以收回贷款的风险.
 

一般认为,
 

信

用风险最为直接的体现是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率本来也是金融机构监管风险的重中之重[18],
 

而且,
 

不良

贷款率往往也会被认为是商业银行危机的先行指标[19].
 

当前使用不良贷款率来衡量“三农”金融服务风险

的研究较为宽泛,
 

有的研究者从影响不良贷款的个别因素的角度进行研究,
 

比如耿得科等[20]从征信系统的

角度进行研究;
 

有的研究者则从所有制的角度进行研究,
 

如张乐等[21];
 

还有洪正等[18]、
 

丁浩等[22]都是从研

究影响不良贷款率的个别因素的角度.
 

也有研究者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的方式研究不良贷款率.
 

较早的有郭

耀中[23]的研究,
 

近年来邹克等[24]则通过构建回归模型的方式对各种影响不良贷款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

析.
 

但这些研究都是着眼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
 

针对“三农”金融服务风险及控制不良贷款率

的研究非常少,
 

为此,
 

本文以“三农”金融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农村小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农贷公司”)经营

数据为基础,
 

通过构建回归模型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以期找出“三农”金融服务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

2 理论框架与计量模型的建立

2.1 理论框架

从提供“三农”金融服务的主体以及监管部门的角度进行分析,
 

“三农”金融服务风险既会受到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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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自身的影响,
 

同时也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控制“三农”金融服务风险最为重要的一步就是找出影响

“三农”金融服务风险的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影响因素采取相应的控制策略,
 

从而达到控制“三
农”金融服务风险的目的.

 

本文主要通过实证分析研究,
 

找出影响“三农”金融服务风险的因素,
 

在此基础上

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就“三农”金融服务风险的外部影响因素来看,

 

特别是本文所研究的以不良贷款率所表征的“三农”金融

服务风险的外部影响因素来看,
 

金融服务机构普遍存在“前摄抑制”现象,
 

其中等待观望、
 

惜贷畏贷的情况

更多,
 

不会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而即时改变对贷款服务对象的偏好、
 

改变贷款的尽职调

查方式、
 

评审机制、
 

操作流程等,
 

即“三农”金融服务机构较少会受到来自外部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

的影响[24].
 

在内部影响因素方面,
 

资产周转率降低,
 

则流动性变差,
 

不良率升高;
 

周转率提高,
 

则流动性变

强,
 

不良率降低.
 

销售净利率增长,
 

资产负债率增加,
 

则不良率降低.
 

投资收益率提高会直接或间接刺激贷

款业务规模扩张,
 

促使业务范围突破禁戒,
 

贷款业务快速增长,
 

经营业绩才会更好,
 

当期利润才会更高,
 

才

能实现单位增效个人增收.
 

这种情况下的“三农”金融机构会牺牲质量追求速度,
 

产生贷款冲动,
 

忽视贷款

风险,
 

将资金更多投向高风险的项目和借款申请对象,
 

从而最终导致农贷公司不良贷款率增长,
 

金融服务

的风险由此加剧.
 

显然,
 

金融服务风险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金融服务机构的负债水平[23],
 

也包括金融服务

机构自身盈利能力[21].
为此,

 

在分析“三农”金融服务风险的影响因素时,
 

本文将以“三农”金融服务为主营业务的金融服务提

供企业的不良贷款率作为衡量“三农”金融服务风险的指标,
 

并将该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
 

而在控制变量方

面,
 

分析“三农”金融服务风险的外部影响因素,
 

本文除了使用金融机构所在市的经济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

之外,
 

还使用“三农”涉及到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作为衡量产业结构的指标;
 

在分析“三农”金融服务风险

的内部影响因素方面,
 

除使用投资收益率和销售净利率作为衡量其盈利能力的指标之外,
 

还使用资产负债

率衡量其偿债能力.
 

此外,
 

考虑到金融服务机构自身的发展能力以及管理能力也会对其整体风险产生一定

影响,
 

本文还将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衡量其增长能力的指标,
 

将总资产周转率作为衡量其资产管理能力的

指标纳入到分析范围.

2.2 计量模型的建立

本文将所收集的金融服务机构相关数据和宏观指标建立面板模型进行分析,
 

基于不良贷款率与各影响

因素之间的关系,
 

回归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nplrit=α+atritβ1+irritβ2+siritβ3+alritβ4+oriitβ5+gdpritβ6+pipitβ7+uit

其中,
 

nplrit 代表不良贷款,
 

atrit,irrit,sirit,alrit,oriit,gdprit,pipit 分别代表资产周转率、
 

投资收益率、
 

销售净利率、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增长、
 

GDP增长率、
 

第一产业占比,
 

uit 为扰动项.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说明及描述性分析

3.1.1 数据来源及相关说明

为了让不良贷款率尽量能够反映出“三农”金融服务风险,
 

本文选择以农业贷款为主营业务的农贷公司

作为分析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选择在我国长三角地区中小板挂牌的农贷公司作为分析对

象.
 

农贷公司作为专门提供农业贷款的金融机构,
 

是我国“三农”金融服务创新背景下产生的农村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
 

农贷公司的性质为小贷公司,
 

并且其管理模式与普通企业更为接近,
 

而其专业服务农业贷

款的性质决定了其不良贷款率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更能代表“三农”金融服务的风险.
 

目前,
 

全国范围内并

没有在主板上市的农贷公司,
 

而且仅有11家农贷公司在新三板挂牌,
 

这11家农贷公司普遍成立于2012年

前后,
 

重点分布在长三角地区,
 

并且新三板挂牌时间集中在2015年左右,
 

从2014年开始披露不良贷款率

信息.
 

这11家农贷公司分别为鑫庄农贷(830958)、
 

通利农贷(831098)、
 

文广农贷(831618)、
 

恒晟农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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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723)、
 

鑫鑫农贷(832088)、
 

晶都农贷(832166)、
 

银信农贷(832944)、
 

恒沣农贷(833837)、
 

正新农贷

(833843)、
 

龙腾农贷(833982)、
 

国鑫农贷(834000).
 

这11家农贷公司分别位于江苏苏州、
 

常州、
 

南通、
 

连

运港以及南京等市,
 

因此,
 

各农贷公司所在市2014年到2018年的GDP增长率和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比数

据主要来自于2014年到2018年的《江苏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市各年的《统计公报》.
3.1.2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不良

贷款率

资产

周转率

投资

收益率

销售

净利率

资产

负债率

营业收入

增长率

GDP
增长率

第一产业

占比

平均值 0.042
 

2 0.117
 

6 0.061
 

7 0.516
 

5 0.162
 

4 0.545
 

5 0.084
 

8 0.043
 

7

中位数 0.025
 

5 0.119
 

6 0.066
 

0 0.557
 

5 0.121
 

8 1.000
 

0 0.081
 

0 0.036
 

0

最大值 0.264
 

6 0.177
 

3 0.107
 

7 0.783
 

0 0.426
 

4 1.000
 

0 0.110
 

0 0.132
 

0

最小值 0.000
 

0 0.064
 

3 0.000
 

0 0.000
 

0 0.008
 

9 0.000
 

0 0.031
 

0 0.013
 

0

标准差 0.054
 

5 0.028
 

9 0.023
 

4 0.151
 

2 0.137
 

2 0.502
 

5 0.016
 

0 0.030
 

8

样本量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从不良贷款率总体变化情况来看表1中的数据,
 

11个样本公司的不良贷款率平均值为0.042
 

2,
 

最大

值为0.264
 

6,
 

最小值为0.000
 

0,
 

标准差为0.054
 

5.
 

从各样本每年的不良贷款率数据来看,
 

样本公司的不

良贷款率存在较大的波动性,
 

具体波动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样本公司不良贷款率变化情况

从图1所示不良贷款率变化趋势不难看出,
 

各样本公司之间的变化趋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其中,
 

鑫

庄农贷(NPLSSD)和通利农贷(NPLSTL)的不良贷款率增长最为明显,
 

鑫庄农贷的不良贷款率直接从2014
年的0.018

 

2增长到了2018年的0.264
 

6,
 

而通利农贷的不良贷款率也从2014年的0.048
 

4增长到了

0.247
 

5,
 

此外,
 

晶都农贷(NPLSJD)的不良贷款率变化也较为明显,
 

在2014年时仅为0.011
 

9,
 

到2018年

时已经增长到了0.081
 

8.
 

除上述3个样本之外的其他公司的不良贷款率变化趋势总体较为平缓.
在控制变量的变化情况方面,

 

资产周转率的平均值为0.117
 

6,
 

最大值为0.177
 

3,
 

最小值为0.064
 

3,
 

标准差为0.028
 

9.
 

虽然各样本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但是与不良贷款率的差异相比,
 

总体差异并

不明显;
 

投资收益率方面,
 

投资收益率的平均值为0.061
 

7,
 

从该数据可以看出,
 

以“三农”金融服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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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务的农贷公司整体投资收益并不高,
 

甚至接近长期贷款利率水平,
 

但各公司之间投资收益率指标存

在一定的差异性,
 

其中,
 

投资收益率水平最高的是2014年的银信农贷,
 

该公司当年投资收益率为

10.12%,
 

之后银信农贷的投资收益率不断下滑,
 

到2018年时,
 

银信农贷的投资收益率仅为6.30%,
 

接

近样本均值水平;
 

在销售净利率方面,
 

各样本销售净利率变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标准差为0.151
 

2.
 

其

中,
 

最大值为0.783
 

0,
 

最小值为0.000
 

0;
 

资产负债率方面,
 

农贷公司资产负债率整体并不高,
 

样本中

最大值仅为0.426
 

4,
 

最小值为0.008
 

9,
 

标准差为0.137
 

2,
 

表明农贷公司整体资产负债水平并不高,
 

整

体财务风险处于较低水平,
 

同时也表明农贷公司在开展业务时存在财务杠杆使用不足的问题;
 

在营业收

入增长率方面,
 

整体呈现增长的变化趋势.
 

此外,
 

经济增长率和第一产业占比分别作为分析农贷公司外

部风险的变量,
 

在各样本间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其中经济增长率的最大值为11.00%,
 

而最小值仅

为3.10%,
 

标准差为1.60%.
 

而第一产业占比方面,
 

最大值为13.20%(连云港,
 

2014年),
 

最小值为

1.30%(苏州,
 

2017年),
 

均值为4.37%.

3.2 计量分析

通过Huasman检验可知,
 

概率为0.381
 

9,
 

不能拒绝随机模型的原假设,
 

故随机效应模型为本文的最

优模型.
 

根据随机效应模型,
 

并以经济增长率和第一产业占比为基础,
 

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得到6个随机

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回归分析结果

变 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GDP增长率 -0.848
 

9** -0.341
 

9 0.035 -0.014
 

1 0.092
 

7 0.094
 

1

(-2.19) (-0.83) (0.12) (-0.05) (0.37) (0.38)

第一产业占比 -0.192
 

3 -0.240
 

1 -0.032
 

2 0.036
 

5 -0.020
 

2 -0.054

(-0.45) (-0.52) (-0.10) (0.11) (-0.06) (-0.18)

资产周转率 -0.783
 

4** 0.584
 

8** -1.597
 

2*** -1.307
 

2** -1.310
 

3**

(-2.59) (2.04) (-2.77) (-2.34) (-2.32)

投资收益率 -2.102
 

5*** 2.441
 

1** 1.633
 

4 1.648

(-7.14) (2.16) (1.46) (1.46)

销售净利率 -0.484
 

0*** -0.397
 

9*** -0.400
 

5***

(-4.10) (-3.40) (-3.38)

资产负债率 -0.089
 

4** -0.093
 

4**

(-2.31) (-2.19)

营业收入增长率 0.000
 

8

(0.1)

常数项 0.122
 

6*** 0.173
 

8*** 0.101
 

6*** 0.329
 

1*** 0.308
 

3*** 0.310
 

7***

(3.4) (4.39) (3.41) (5.39) (5.29) (5.28)

F 值 3.014
 

9 4.572
 

9 19.319
 

9 25.025
 

7 23.764
 

2 19.642
 

8

R2 0.103
 

9 0.212 0.607
 

2 0.718
 

6 0.748
 

1 0.745
 

3

  注:
 

*,**,***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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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周忠明[25]和彭建刚等[26]研究者在分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时发现经济增长会对商

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降低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
 

有关农贷公司分析模型3的结果

与岳蓓蓓等[27]对商业银行分析的结果相似,
 

在仅考虑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速度的

变化不仅与不良贷款率的降低存在负相关关系,
 

而且还属于显著相关关系,
 

但是数据的总体回归情况并

不理想,
 

R2 仅为0.103
 

9.
 

在考虑到资产周转率、
 

销售净利率以及资产负债率等因素后,
 

相关性得到大

幅改善的情况下,
 

与其他因素相比,
 

经济增长对于农贷公司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却并不显著.
 

而在影响农

贷公司不良贷款率的另一影响因素(产业结构)方面,
 

总体来看,
 

除了模型3中第一产业经济增加值占比

的变化与不良贷款率的增加呈现正相关之外,
 

其他各模型均表明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即第一产业

经济增加值比重的提升对不良贷款率的降低具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这种作用并不显著.
 

就实证的结果来

看,
 

影响农贷公司不良贷款率的外部影响因素中,
 

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对于农贷公司不良贷款率

的影响都不显著,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在短期内外部经济环境并不是“三农”金融服务金融风险的主要

影响因素.
资产周转率是影响农贷公司不良贷款率的内部影响因素,

 

从分析的结果来看,
 

仅模型2显示资产周转

率的提升会导致农贷公司不良贷款率的增加,
 

而模型4、
 

5、
 

6都表明农贷公司资产周转率的提升会降低不

良贷款率,
 

而且模型4、
 

5、
 

6的R2 要远高于模型2.
 

因此有理由认为,
 

农贷公司资产周转率的提升会抑制

不良贷款率的增长.
 

同时也表明,
 

资产周转率的降低是导致农贷公司不良贷款率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之

一,
 

其中影响最为明显的为模型4,
 

该模型表明,
 

在外部影响因素中考虑GDP增长率和第一产业经济增加

值占比,
 

在内部影响因素仅考虑资产周转率和投资收益率的情况下,
 

资产周转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
 

会导

致不良贷款率增加1.597
 

2个百分点,
 

而且该影响在1%的水平范围内显著.
 

该实证结果表明,
 

运营能力会

对“三农”金融服务风险产生显著的影响.
投资收益率是衡量农贷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之一,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
 

投资收益率对不良贷款

率的影响较为复杂,
 

在仅考虑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
 

运营能力和投资收益的情况下,
 

投资收益率的增加

会显著降低不良贷款率,
 

而且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
 

但是当再考虑到销售业绩和负债水平时,
 

投资收

益率的增加会导致不良贷款率的增加,
 

而且在模型4中还较为显著,
 

β系数高达2.441
 

1,
 

可见投资收益

率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幅度较大,
 

且在5%的水平范围内较为显著.
 

投资收益率与不良贷款率同相变动

的结果说明,
 

当采取上浮贷款利率、
 

下调存款准备金、
 

减少风险拨备、
 

强行提高“三农”贷款比重、
 

减少

抵质押贷款条件等较为激进的策略、
 

提升“三农”金融服务的投资收益水平时,
 

会导致不良贷款率的大幅

增加,
 

不论是对于提供“三农”金融服务的农贷公司和商业银行都需要综合权衡并处理好投资收益率与

不良贷款率的关系.
销售净利率是衡量农贷公司“三农”金融服务业绩的重要指标,

 

同时也是衡量“三农”金融服务企业盈利

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销售净利率越高,
 

表明宣传营销效果越好,
 

经营业绩越好.
 

从销售净利率与不良贷

款率的回归结果来看,
 

销售净利率与不良贷款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即销售净利率增加时会抑制不良贷

款率的增加,
 

同时也表明销售净利率的下滑是导致不良贷款率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模型4、
 

5、
 

6的回

归结果来看,
 

销售净利率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在1%的水平范围都显著,
 

即使整体的影响幅度在-40.05%
到-39.79%之间,

 

其影响幅度也不及投资收益率和资产周转率的影响幅度明显,
 

但依然需要引起农贷公

司以及商业银行的关注.
资产负债率是衡量农贷公司或商业银行负债水平的指标,

 

同时也是衡量其财务风险和长期偿债能力的

指标.
 

从回归结果来看,
 

不良贷款率会随着资产负债水平的增加而有所降低.
 

这一结果似乎表明提供“三

农”服务的农贷公司或商业银行采取更激进的融资结构时反而更有利于控制不良贷款率.
 

这一实证结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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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以下两个原因所致:
 

一是农贷公司要控制其整体风险,
 

在整体风险一定的情况下,
 

资产负债率的增加

表明农贷公司财务风险大幅增加,
 

在财务风险增加的情况下要控制整体风险就需要将经营风险控制到较低

的水平范围,
 

农贷公司在开展“三农”金融服务时就会变得更为谨慎,
 

尽量避免不良贷款的出现,
 

从而降低

了不良贷款率;
 

二是样本中资产负债率整体处于较低的水平,
 

从描述性分析中可以看出,
 

样本中资产负债

率的最大值为42.64%,
 

而最小值仅为0.89%,
 

均值也仅为16.24%,
 

整体处于较低的水平,
 

资产负债率的

提升同时也是农贷公司经营能力较高的体现,
 

从而出现资产负债率较高的样本公司其不良贷款率反而较低

的数据表现.
营业收入增长率是衡量农贷公司“三农”金融服务业务增长情况的指标,

 

从回归的结果来看,
 

农贷公司

“三农”金融业务的增长会对不良贷款率产生正向的影响,
 

但是该影响并不显著,
 

表明“三农”金融服务业务

增长即信贷规模的扩大,
 

并非是其金融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

4 结论与建议

从“三农”金融服务的实践情况以及来自长三角地区新三板农贷公司不良贷款率的经验证据等实证

分析表明:
 

“三农”金融服务风险主要来自于提供“三农”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内部,
 

其中运营能力会对

“三农”金融服务风险产生显著的影响,
 

而且采取上浮贷款利率、
 

下调存款准备金、
 

减少风险拨备、
 

强行

提高三农贷款比重、
 

减少抵质押贷款条件等较为激进的策略提升“三农”金融服务的投资收益水平时,
 

会

导致不良贷款率的大幅增加;
 

与此同时,
 

销售净利率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比较显著;
 

此外,
 

不良贷款率

会随着资产负债水平的提高而有所降低;
 

最后,
 

虽然“三农”金融业务的增长会对不良贷款率产生正向影

响,
 

但是该影响并不显著,
 

表明“三农”金融服务业务增长,
 

即信贷规模并非是金融风险的主要影响因

素.
 

而在“三农”金融服务机构的外部影响因素中,
 

不论是经济增长还是产业结构调整对于农贷公司不良

贷款率的影响都不显著,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在短期内外部经济环境并不是“三农”金融服务金融风险

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对“三农”金融服务风险影响因素所进行的研究,

 

为了有效控制“三农”金融服务风险,
 

对于金融风

险的监管部门而言,
 

除了考虑到宏观经济环境对“三农”金融服务风险可能产生影响的原因之外,
 

在短期内

应当将控制风险的重点放到提供“三农”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上,
 

不论是对提供“三农”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

还是农贷公司的监督,
 

都应当着眼于其内部规范化管理.
 

通过监控商业银行、
 

农贷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不良

贷款率指标,
 

并要求商业银行、
 

农贷公司加强经营风险、
 

销售业绩以及营运能力的控制,
 

督促他们扎实做

好贷前调查、
 

贷中审查、
 

贷后检查,
 

控制单户贷款集中度、
 

行业集中度、
 

股东关联度,
 

防范道德风险、
 

操作

性风险、
 

投资风险、
 

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
 

政策风险,
 

警惕网络安全风险、
 

流动性风险、
 

法律风险等,
 

不断

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抗风险能力,
 

从而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
对于提供“三农”金融服务的农贷公司或商业银行而言,

 

针对近年来有部分农贷公司或商业银行面临

“三农”金融服务风险快速增长的问题,
 

除了应加强“三农”金融服务业务本身的风险控制之外,
 

农贷公司

或商业银行的管理层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加强“三农”金融业务风险控制:
 

一是加强营运风险

控制.
 

从贷款项目的尽职调查、
 

风险评估、
 

项目评审、
 

操作流程、
 

贷后检查、
 

风险检测、
 

风险化解等各个

环节,
 

建立起风险控制机制;
 

二是压低不生息和低生息资金占用,
 

努力盘活闲置资产、
 

不良资产、
 

抵债

资产,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三是高效配置自身所拥有的资产,
 

以创造更多的经营成果,
 

提升抗风险能力;
 

四是加强以销售净利率指标为代表,
 

以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为主要指标的销售业绩绩效考核管理,
 

从而

不断完善管控风险的激励约束机制.
 

既要充分利用销售净利率的增加对金融服务风险的抑制作用,
 

降低

“三农”金融服务风险,
 

又要严加防范因盲目扩大贷款规模所累积的贷款风险.
 

既要防止贷款不良率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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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又要防止掩盖贷款风险状况,
 

人为压低贷款不良率,
 

潜藏风险;
 

五是加强财务杠杆管理,
 

保持合理

的资产负债率.
 

特别在财务杠杆还处于较低水平以及营运能力较为稳定的情况下,
 

要充分利用资产负债

率与不良贷款率的负相关作用,
 

通过适度提升财务杠杆的方式控制不良贷款率,
 

不仅能达到控制“三农”

金融服务风险的目的,
 

同时还能充分发挥财务杠杆最大化经营绩效的作用,
 

充分提升自身的“三农”金融

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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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risk
 

control
 

of
 

financial
 

services
 

for
 

“three
 

rural
 

issues”,
 

i.e.
 

agriculture,
 

ru-

ral
 

areas
 

and
 

farmers,
 

is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
 

of
 

the
 

Strategic
 

Pla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2018-

2022)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systematic
 

financial
 

risks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for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commercial
 

banks
 

and
 

agricultural
 

loan
 

companies
 

to
 

im-

prove
 

their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own
 

financial
 

services
 

for
 

agricul-

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boos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improving
 

the
 

risk
 

control
 

of
 

financial
 

services
 

for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the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and
 

related
 

financial
 

data
 

of
 

agricultural
 

loan
 

com-

panies
 

listed
 

on
 

the
 

new
 

third
 

boar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4
 

to
 

2018
 

are
 

analyzed
 

in
 

a
 

re-

search
 

report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when
 

the
 

asset
 

turnover
 

rate,
 

sales
 

net
 

interest
 

rate
 

and
 

asset
 

liability
 

ratio
 

are
 

increased,
 

the
 

non-performing
 

loan
 

rate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at
 

changesin
 

economic
 

growth
 

rat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non-performing
 

loan
 

rate
 

of
 

agricultural
 

loan
 

companies,
 

thus
 

suggesting
 

that
 

the
 

financial
 

service
 

risk
 

of
 

agricultural
 

loan
 

companies
 

mainly
 

comes
 

from
 

theirinternal
 

factors,
 

and
 

tha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focus
 

of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should
 

focus
 

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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